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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懺者」到「禪者」――
日常語義症療1 與當代人間佛教的職能定位

吳忠偉

一、前言 1

從一般意義上講，佛教乃是對治眾生由於無明而生的「意義賦

予」2 衝動，故針對我執而展開無我之「意義症療」，此可視為是佛

教之根本「職能」所在，原始佛教阿含經典中，佛陀之名為醫王即明

示此點。及至大乘中觀學創始人龍樹菩薩，則因佛教在更廣大居士階

層的普及，特別指示了俗諦的「日常語義」性，提出了「若不依俗諦，

不得第一諦」的證了原則，以此揭示假名指稱義的無自性，從而將無

我擴展為無自性，把「意義症療」進一步落實為「語義症療」。

龍樹的這一思想意涵深遠，其對中國禪宗思惟的啟發是無疑的，

特別是唐宋禪師更在「言語行為學」3 意義上，轉化了龍樹之思，以

1.「日常語義症療」乃應用心理病理學概念，將精神心理疾病症療之對象，由狹
義的心理領域擴展到語言領域，以為大眾身處一日常語義世界，然只是接受之
甚至認為其乃自明，而未反思此語義世界是被生產出的，有一意識形態性。「日
常語義症療」即是要勘破日常語義的意識形態性。在此方面，佛教禪宗若與現
代知識體系對接，頗能貢獻其智慧。本文中的「語義症療」、「意義症療」在
廣義上可通用互換，前者可視為是後者在語言學意義上的落實。

2.「意義賦予」指一廣義上的對作為「對象」的「自性化」意義構想，無論「對象」
是實在之物，或是聲譽、財富、概念符號，若執取不捨，均是執著確立一自性
的「意義」。

3.「言語行為學」亦即廣義「語用學」，即從動態的言語使用、對話語境來把握語
義。唐宋時期的禪師特別擅長通過言語互動方式，達到勘破語義「自性」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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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話形式勘破語義的無自性，將生命的自在體證，落實到日常語義

世界中。不過，很遺憾的是，明清以後，中國佛教式微，逐漸由「即

日常而解脫」的形態，向度亡薦福的經懺佛教形態演化，喪失了其

全面參與社會的活潑潑之品格氣質。故在對中國佛教進行反思時，

近現代佛教思想家普遍對經懺佛教形態予以批判。不過我們也注意

到，這一批判著眼的主要還是菩薩乘與聲聞乘形態的辨析，故經懺

佛教被批為重死的佛教，而參禪打坐也連帶被視為自了漢，均被看

成是非菩薩行的聲聞作風。

比較而言，以星雲大師為代表的當代人間佛教思想家，對經懺

佛教有進一步的思考。雖然星雲大師對中國傳統佛教形態有一批判

性反思，但並非完全否定，而是區別「經懺佛教」形態與「經懺」

行法，肯定後者的價值；更重要的是，星雲大師高度重視禪宗思想

的意義，尤其關注到「禪者」形象與當代佛教的「職能」定位問題，

認為在現下東西方互動的全球化新時代，佛教要恢復其對社會生活

的全面參與，必須實現佛教行人「身分」的轉化，即由封閉的職業

化「懺者」，轉為全面「語義症療者」的「禪者」。

據此，當代人間佛教的思想變革不是完全否棄傳統，而是在審

讀傳統的前提下，對佛教思想要素作重新的搭配與格局擴展，從而

推陳出新，以適應新時代的需求。

二、作為佛教形態的經懺佛教

眾所周知，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有很大眾化的界說，即是人要

的、能懂的佛教，此一界說看似平常，實有其深刻的學理意涵。正

如《論語》中孔子之「仁」說，雖是在師生問答語境下給出，無有

一律，而不妨其一以貫之之道；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亦然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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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根本強調佛教要落實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。

如其典型的一例表說即是：「然而什麼是『人間佛教』？簡單

的說，就是將佛法落實到現實生活中，就是注重現世淨土的實現，

而不是寄望將來的回報」。4

顯然，這樣的解說已表明，星雲大師在定位人間佛教時，是有

一佛教形態學之思考，其乃是特別針對經懺佛教而提出人間佛教，

由前者到後者，既是對佛教作為「人本宗教」之關懷人生理念的回

歸，也是中國佛教形態歷史演化脈絡的事實表現。

從佛教史的角度展開對人間佛教的思考，此肇端於星雲大師年

輕之時。1946 年，大師於《覺群》發表〈為僧伽問政而不干治進一

解〉一文，對傳統佛教的消極厭世狀態予以反思，指出「佛教一步

步從積極救世的佛教演變為消極避世的佛教的歷史」。5 此文的重要

意義在於，星雲大師確認了人間佛教為佛教之本旨，從而初步建立

其基於人間佛教思想立場的人間佛教發展史觀。6

對佛教史的學術審視與人間佛教思想立場的確立，乃是一種互

動詮釋關係，所以隨著其人間佛教思想的成熟與體系化，星雲大師

從佛教史角度確認人間佛教形態，也就有了更全面的系統之作。故

在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一文，星雲大師特別從中國佛教

形態發展的角度出發，定位人間佛教與經懺佛教間的形態轉化關係。

在文中，星雲大師對兩千餘年的中國佛教史予以概括總結，將

之分為六個發展階段：一、東傳譯經時期（秦漢魏晉時期），二、

4.星雲大師：〈《佛光學》序—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
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 259。

5.程恭讓：〈序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教史觀〉，《2014 星雲大師人
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》上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4年，頁 13。

6.同註 5，頁 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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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宗成立時期（隋陳李唐時期），三、禪淨爭主時期（五代趙宋時

期），四、宮廷密教時期（元明皇朝時期），五、經懺香火時期（滿

清民國時期），六、人間佛教時期（二十世紀以後）。7 在對中國佛

教史的這一分期中，星雲大師特別處理之處有二：其一，突出了宋

以降之佛教史的比重，並對其作更細緻的形態分期；其二，對比「經

懺香火」（根本為經懺）時期，規範性地將二十世紀以後定位為人

間佛教時期，此點尤其具有理論上的意涵。

所謂經懺佛教，是指僧眾應俗人之請而為亡者誦經超度，藉此

職能實現而維持佛教的存在、發展。誦經超度本是六朝以來中國佛

教對世俗社會的一種職能參與，其非佛教全部，亦非根本。不過從

宋代開始，由於主導性意識形態地位的喪失，佛教必須以職能參與

社會獲得其合法性，中國佛教逐漸偏離義理體系構建，轉向行法之

門施行。

相對於禪宗對言語分析職能的發展，天台宗特別發展出禮懺之

形態，以行懺作為佛教參與社會生活的根本職能所在。自然，在宋

元時期，這樣一種禮懺形態內涵是豐富的，其範圍涉及從受菩薩戒

到「禮茶」等諸多領域，在主題方面，也特別以性善惡／修善惡對

舉形式，深刻處理了世俗道德哲學議題，實際反映宋元佛教制度化

地參與到社會秩序的建設中，其職能並不單一地局限於度亡。

然從明代開始，由於外在世俗權力的干預，禮懺佛教趨於職業

化，職能逐漸狹隘化，其重要背景在於明政府對「教寺教僧」的劃

分，8 通過明初一系列的詔書文告，明政府將元代已實施的禪、講、

7.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
香海文化，2008年。

8.周齊：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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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之界劃制度更為行政化地推行，尤其突出教寺教僧之地位，將應

付世俗社會需求之佛事活動專門歸屬「教僧」，並將教僧的資格培

訓、認證予以行政規劃。9

明政府的這一佛教政策舉措，雖然意在整飭元末以來佛事氾濫

之情形，但也滋生弊端，「由於這一類寺僧可以堂而皇之地有更多

機會接觸世俗社會，而為世俗方面視之為佛教的代表，可是此類教

寺教僧，則隨著法事的功能化而泛職業化現象愈來愈嚴重」10。由

於佛教職能的職業化，傳統複雜的懺儀日漸形式化，最後演變成為

「謀食」的經懺之行。

對於懺儀的形式化、釋子的職業化，明代佛教界內部是有反

思的，並試圖制止這一傾向，其中，尤以雲棲袾宏最為著力。袾宏

（1535—1615）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，以持戒精嚴、整頓僧團而名

揚海內。針對佛教職能的定位落實問題，袾宏大師主要從兩個方面

展開：一是重建叢林清規，以條例化的規約形式「檢束」釋子；二

是修訂懺儀文本，通過「節目化」11 之設置，使得懺儀合法有效地實

施。然而，袾宏大師雖有積極的對治方法，仍未能根本改變明清經

懺佛教的發展方向。

直至民國，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，教學二界對中國傳統佛教

進行批判性反思，普遍否定經懺佛教形態。如宣導「佛教革命」的

太虛大師指出，經懺佛教實為佛法之流弊，故要以積極的「人生佛

教」取代消極的「死的佛教」、「鬼的佛教」；而作為近現代天台

9.周齊：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，頁 118。
10.同註 9。
11.所謂「節目化」，是藉用戲劇學的概念，用以說明修懺儀式操作行為，可通過
如戲劇文本分節與主題拆解的方式而落實展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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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興者，倓虛大師在〈青島湛山寺共住規約〉中亦明確規定，「本

寺僧伽，概不出寺應赴經懺」12。

對比近現代佛學大師明確反對經懺的立場，星雲大師對經懺佛

教雖有很深的反思，但對經懺佛事並不持決然否定的態度，因為「經

懺」之行與「經懺佛教」形態是兩回事。作為佛教形態，經懺佛教

自是佛教之流弊；而作為宗教行法，經懺的長期存在有著非常複雜

的原因 13，實有合法性一面。正如星雲大師所說：「如果站在宗教

的立場，僧眾為生者說法利眾，固然重要；為亡者誦經超度，也是

需要。正如水陸儀規所說：『冥陽兩利』，能夠『生亡得度』也是

宗教對人間的具體貢獻。」14

事實上，即便不考慮宗教信仰的因素，在僧人的誦經念佛聲中，

亡者眷屬的心靈也得到極大的安慰，其接引之功不可否認。所以，

即便當年袾宏再三強調經懺非僧人之所應為，但其也並非絕對反對

經懺，因為「他所戒的是已經淪為商業化、形式化、世俗化的經懺。

即僧人以經懺為業，成為謀生賺錢的工具，換言之，即所謂的『趕

經懺』」15。相反地，袾宏大師不僅對於經懺儀軌頗有修訂之功，

且對懺儀活動本身的有效性有特別的思考，如其在〈雲棲共住規約〉

之〈水陸道場議〉中提出，水陸道場不應頻作，否則失去誠敬之心，

無益而反致患。若以做佛事而得大供養，則僧人其實淪為以經懺為

12.潘桂明、吳忠偉：《中國天臺宗通史》下，鳳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頁 740。
13.邵佳德對於經懺佛事的長期存在作了非常全面系統的分析，見氏著：〈人生
的佛教與「死、鬼的佛教」─以近代江浙地區為中心〉，《2014星雲大師
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》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4年。

14.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發展芻議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
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73。

15.釋見曄：《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—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》，台北：法鼓文化，
2007年，頁 9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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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，佛教也就成為經懺道場，根本的以文教弘化之功能則喪失。

星雲大師認為，「經懺香火」佛教不是不需要，而是要與弘法

布教相配合，換言之，「當做經懺的時候，一定要說法；當朝山的

時候，一定要講經說教，則佛法配合經懺和香火，佛教就更能發揚

廣大了」16。可見，星雲大師區別了經懺行法與經懺佛教形態，肯

定前者有其合法性，而指斥後者將佛教單一化，使之喪失了參與社

會生活的全面性。

16.星雲大師：〈中國佛教階段性發展芻議〉，《人間佛教論文集》下冊，台北：
香海文化，2008 年，頁 76。

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，每年吸引海內外數萬信眾參加，井然有序，蔚為修持盛事。
（慧延法師 /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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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從「懺者」到佛光人

星雲大師對經懺佛教的批評態度既是建設性，則我們也就可以

理解其概述中國佛教史時，從佛教形態角度確立人間佛教與經懺佛

教前後關係的意義。誠然，人間佛教是對經懺佛教的一種否定，不

過這不是一種完全拋棄後者的否定，而是一種辯證的否定。因為從

經懺佛教到人間佛教，並不是純粹的斷裂，二者之間存有一種連續

性，毋寧說是一種修正性的發展。實質在於，重新定位佛教作為生

死學的意涵，恢復其被遮蔽的人間指向，將佛教由偏狹的模式化之

超亡薦福職能承擔，擴展到主體性的對生命的轉化，對整個人生的

圓滿成就。17

在此過程中，釋子身分的確認不是固定、模式化的，而是有一

種動態的交互性：一是，僧眾由固定化的「職業人」之「懺者」，

轉為對某一職能的承擔「履行」，其作為行為主體，更多的是「履

行者」而非「職業人」，由此強化了佛教釋子的主體性；二是，佛

教由靜止的語義指稱，轉向言語實踐，從而突出僧人與大眾的交互

主體性，最大限度地擴大了佛教之職能。

事實上，星雲大師對於僧眾的身分表達問題極為關注，青年時

期就開始思考何為僧人之本務。他曾明確表示，不甘做一名只知擔

水砍柴與誦經拜佛，而無有智慧的出家人，18 而渴望生命裡充滿光

熱。不難理解，星雲大師不能接受一名僧人只被看成職業性的「懺

17.所以韓國茹指出星雲大師的「佛化生活」，可看成是懺悔的人間化、生活化，
見氏著：〈為自己懺悔，為他人懺悔─星雲大師論經懺佛事〉，《2014 星
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》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2014年。

18.星雲大師：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
200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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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」，因為這是對生命的枯扁化。譬如在〈台灣佛教名刹序〉中，

星雲大師如是寫道：「佛教常被誤認為『死人』所需要之宗教，因

人死之後，便想到為其誦經禮懺，以求超度。其實往生之基礎，乃

在現世間之修為，所以佛教應重視現世生活，遠比死後往生更重要，

豈可本末顛倒。佛教徒可為病患者診治，為新生嬰兒祈福，為監獄

罪人弘法，為青年佛化證婚，使群眾於衣食住行之中處處皆感到需

要佛教。」19

佛教是可以廣泛、全方位地參與社會的，而佛教職能的狹隘化，

其實也就是佛教釋子生命的枯扁化，所以，雖然經懺佛事有其合法

性，但佛教釋子不應成為「職業人」的「懺者」；當佛教狹隘化進

入某一種特別領域之時，佛教釋子身分就模式化、固定化了，其生

命的主體性也就被「流常」的職業性所遮蔽。在此，我們頗可聯繫

儒家的「君子不器」之說。

自然，星雲大師否定釋子作為職業性的「懺者」，並非是排斥

釋子對行懺職能的承擔。就作為「職業人」的「懺者」來說，其「身

分」與「職能」定位是統一關係；而就履行「經懺」職能之「行為者」

而言，經懺只是作為開放的行為主體可以施行的行為，非是作為固

定角色的唯一行為。「職業人」與「職能履行者」的關係有點像「舞

者」與「跳舞的人」，二者存在著身分／行為者的差異，對此我們

頗可借鑑法國語言學家埃米爾 ‧ 本維尼斯特的研究加以說明。

按照本氏的說法，印歐語系中有兩種尾碼形式「-tor」與「-ter」，

二者雖然都可表示某一「行為者」的概念，但其實有不同的用法，

因為「就如 -tor 從定義上講是『個體』的、『獨特』的（這種行為

19.星雲大師：〈《無聲息的歌唱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
2008年，頁 48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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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強調為單一主體的主有動作）一樣，-ter 傾向取締個體性，是一

種功能，它將這種個體性吞併，並將它同化到某一種類裡」20。同

樣是表達「作者」之義，「-tor」是用來表示一行為主體（行為履行

者），其是獨特、個別的，而「-ter」則是表示一種「身分」，其乃

是屬於「類」的範疇。

因此即如學者對此的解釋：「具有個性的是主動者的行為，而

被某一功能同化的則是施動者的行為。前者承擔其行為，後者的行

為已經被群體化。前者屬於主體，後者用哲學家阿爾都塞（Louis 

Althusser）的話講，屬於『形式主體』，高蓋則乾脆稱它為『非主

體』。」21 如果說 -tor 是有個性的實際「主體」，而「-ter」則為群

體化的「形式主體」的話，則不妨說作為「職業人」的「懺者」，

乃是群體化的「形式主體」；而作為行為施動者的「行懺者」，則

是具有個性的實際「主體」；前者的主體性微弱，後者明顯。

基於以上分析，我們可以合理解釋，為何星雲大師承認經懺佛

事行為，而拒絕佛教釋子的懺者身分。原因在於，作為「職業人」

的「懺者」遏制了釋子主體性的表達。事實上，由於成為職業化的

懺者，經懺更多成為謀生之手段，其宗教實踐意涵削弱，體現了勞

動的異化；要對治這種異化，不是擯除經懺行為，而是要恢復經懺

行為中行者的主體性，切斷職能履行與身分認同之間的緊密關係，

令釋子不以「職業人」的「懺者」自居。

如此，釋子可以有經懺職能之履行，但不成為單向度的經懺人，

這也就意味著，在切斷佛教單一性的「懺者」身分與「度亡」職能

20.（法）埃米爾‧本維尼斯特著，王東亮等譯：《普通語言學問題》，北京：
三聯書店，2008年，頁 100。

21.同註 20，頁 358-3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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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結合後，佛教釋子可以給出新的身分／職能結合，不拘泥一種固

定的職業人身分，而以種種教化職能之履行介入、參與人類的生活

世界。這樣一個菩薩行者雖不具特殊性的「身分」，但共用了一個

普遍性「身分」─「佛光人」。

從「懺者」到「佛光人」，這一身分的轉化是有其深刻意義的，

因為如此一來，人間佛教得以建立在新的身分基礎上，將狹義的僧

人弘法，擴展到廣義的僧俗共同弘法，這是從內在機制角度對經懺

佛教的真正變革。事實上，傳統的經懺佛教乃是基於僧俗之別，以

單純的超亡薦福滿足大眾之安死欲求，以此確保佛教的合法性，維

持僧人的自我「身分」。顯然，此一經懺佛教模式運轉指向的是，

對既有社會生活形式的重複。因為俗人由此固化對社會生活的悲觀、

消極態度，而僧人藉此得以謀身、自養，其實是從另一方面肯定了

俗人對社會生活的悲觀、消極態度。

因為通過經懺，「懺者」只是與「亡者」互動，而與「亡者」

之眷屬的「隔別」關係反而固化；一旦俗人獲得了與僧人共用的「佛

光人」身分，則僧俗的溝通不再是憑藉單一的經懺媒介，而是在更

開放性的、更大的修道場域展開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，星雲大師對

超越國家、種族、身分的「國際佛光會」高度重視，對佛光人寄予

無限希望，指出「佛光會成員為共成佛道而聚集在一起」22、「凡

我佛光人應秉持佛陀的慈心悲願，首先在個人的生活上，以佛法為

指南，進一步擴展至家庭成員，建設佛光人家，繼而分享鄰里，建

設佛光社區，冀望有一天，我們能將娑婆穢域轉為佛光淨土」23。

22.星雲大師：〈佛光會的宗旨〉，《人間佛教書信選》下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
2008年，頁 577。

23.同註 22，頁 57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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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佛光人或佛光會員超越了傳統的僧俗之別，成為更普遍之

身分，那麼此身分一以貫之的統攝原則是什麼呢？為此，星雲大師

給出了「佛光會員四句偈」，作為佛光會員「行諸各地皆能應用自

如的修持準則」。此四句即為：「慈悲喜捨遍法界，惜福結緣利人天，

禪淨戒行平等忍，慚愧感恩大願心。」四句偈「是最圓滿的修持，

也是最究竟的美德；是最如法的行為，也是最普遍的傳教」，亦成

為佛光人標誌性的言語表達 Logo，修道者若能落實於生活，就是對

人間佛教的實現。

從「懺者」到「禪者」─日常語義症療與當代人間佛教的職能定位

國際佛光會推展人間佛教與中華文化不遺餘力，全球五大洲都有佛光人的身影。
（周雲 /攝）



《　　　　　》學報‧藝文│第五期

96

四、禪者的「日常語義」症療

星雲大師給出「佛光人」這一最普遍的身分，以此統攝僧俗之

人，這樣，判定修道境界之高下，不再是憑依外在出家的身分形式，

而是對「佛光會員四句偈」的踐履程度，這是僧俗平等觀的真正實

現。不過在等視僧俗的同時，星雲大師還是對出家僧人予以「職能」

定位：從根本上講，出家僧應是「禪者」。雖然「禪不是少數人的」、

「禪，人人本具」，然相對於在家大眾，出家僧人顯然當以禪智慧

的開發者—禪者—自居。相比於職業化的「懺者」，此「禪者」

不是單一的度亡薦福職能履行者，而是開放性的「日常語義」症療

家。

在佛教諸宗中，星雲大師予禪宗以最特別之地位，因為禪的精

神最接近人間佛教，「禪師們以不同的生命特質，向世人說明無論

是教禪，或行禪、修禪、參禪，禪都不離人間」24，因此「禪是人

間共有的寶藏，禪是人間佛教的根本」25。不過禪的境界又是「言

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、「只能體會，不能言傳」，這似乎又製造了

一種吊詭：不能以言語表達的禪境界，恰恰又是「最人間」的。那麼，

如何理解此一吊詭的給出呢？其實，這恰恰是禪精神的體現。

如果我們聯繫起前面所說，龍樹菩薩有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

一義」之證了原則，則不妨說，禪雖「無言」，但恰恰即就日常「言

語」而達「言語道斷」。人間或世間正是一種日常語義世界，禪者

即就日常語言而進行意義症療。

24.星雲大師：〈〈佛光禪入門〉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
2008年，頁 404。

25.星雲大師：〈禪是什麼？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
頁 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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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我們所云的佛教意義治療，主要基於佛教緣起性空原理，

將佛教禪修的技巧應用於心靈治療。26 相對偏於「應用」與「技術」

性的佛教意義治療，佛教「日常語義」症療是全方位與日常性的。

所謂「日常語義」，乃是指基於人生欲求之根本立場而確定的

日常語言意指，其肯定的價值朝向包括家庭之幸福、事業之發達、

財富之豐足等等，總而言之，是指向自我人生的圓滿。對於日常語

義世界，世俗大眾普遍約定認同，都希冀圓滿而避免不圓滿，然生

活於此中，談論之、欲求之，為之所繫，因其煩惱，故傳統佛教雖

然將之視為人天乘，非是真正的圓滿，但從度化與慈悲角度考慮，

均有相應其所願之方便法門的給出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這些法門只

是方便，但不是究竟。

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立場看，人生欲求是廣義、普遍的，有正

面、積極的意義。正如星雲大師對情義的肯定，「我認為出家人不

是絕情斷義，而是去開發清淨的情義，發展有情有義的生命，並助

天下的情義圓滿」27。「情義」雖屬人間，但有染汙與清淨之別，

要斷除的是染汙的情義，而可發展清淨的情義。因此，人間佛教可

以正面處理日常語義世界，積極肯定、成就大眾的人生欲求，否則，

「人間的因緣如果不能趨向圓滿，佛教也就成為虛無的宗教」28。

不寧為是，星雲大師還將日常語義世界擴展、泛化，則日常語

義不僅為世俗大眾所牽繫，且還關聯於出家眾自身。換言之，出家

眾面對的就是大眾的日常語義世界，而並不外在於這世界，區別只

26.賴賢宗：〈空性智慧、佛教意義治療學與佛教詮釋學的治療學—論佛教的
生命關懷與心靈治療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 13期，2003年元月。

27.星雲大師：〈《有情有義》序〉，《人間佛教序文選》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
頁 286。

28.同註 27，頁 28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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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對此語義有所了達，故為「禪者」。這樣，傳統的「僧說生聽」

之單向言教情景，即被僧俗共用之日常語義世界取代。此中，困於

日常語義者為大眾，而勘破、參透者則為禪者。

對於日常語義，禪者與大眾雖有困參之別，然前者不可離開後

者，因為正是在與作為大眾的「聽者」的互動中，在言語陳述中，

作為禪者的「言者」化解了他者的「語義」之執，也就此彰顯了「禪

者」的症療之功。根本來講，禪者的「語義症療」就是要化解日常

語義世界中的不圓滿，成就、圓滿大眾的欲求。

雖然人生欲求值得肯定，但人生本就有缺陷，「世間上沒有十

全十美的事情，人生往往只能擁有一半，不能擁有全部」29，故有

求不得之苦。那麼，我們如何面對求不得？如何處理不圓滿呢？在

此我們看到禪者的智慧。

常人「求之不得」而堅持「求之不已」，而消極的禁欲則是轉

而不求；至於禪者，乃在肯定人生欲求的同時，肯定「欲求不得」

的價值。這其實是思惟方式的改變，是一種智慧的轉化。常人肯定

人生欲求而否定欲求不得，將二者對立，因此欲求不得則為不圓滿，

故生苦感；對作為禪者的星雲大師來說，圓滿與不圓滿雖是對立的，

然是可以同時接受的，即肯定人生欲求的同時亦肯定欲求不得。從

更高層次上說，不圓滿也是一種圓滿，也是很美麗的，悟解的禪者

能達此境界。

常人對日常語義定執之，只看到對立，所以總是顧此失彼；而

禪者予以破解，在圓滿與不圓滿中看到融合統一。星雲大師認為，

在功利主義、物質主義時代，「只有『禪』，才能根除相對、二元

29.星雲大師：〈佛教對生命教育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中冊，
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頁 4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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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觀的謬見」30。

在此，星雲大師特別表彰了禪門公案所展示的智慧，「禪門

一千多則傳燈故事，不但玄奧，而且美麗。那些禪話裡，處處都說

明了禪者從矛盾中，如何統一見解；從差別中，如何融合思想；從

分離中，如何相依精神；從人我中，如何相通兩心」31。禪者參透日

常語義，則「縱然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也能灑脫自如，不失莊嚴」32、

「沒有人我是非，沒有榮辱毀譽；過著如行雲、流水般的雲水行腳

的生活」33，成就自在的自我。

緣此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最根本的職能，在於通過「禪者」（禪

師）的現身說法，而進行「日常語義」症療。「禪師說的話，往往

離經叛道，可他是對的；凡人說話，不敢有一字違背佛經，仍然是

錯的。禪師在屎尿中都能見到『道』的存在。凡人在佛殿三日三夜，

也見不到佛。雖然禪師與我們吃同樣的食物，呼吸同樣的空氣，然

而禪師可以做的事，凡人未必可以做；禪師可以說的話，凡人未必

可以說，這就是『證量』有無的差別」。34

禪者就在人間，與大眾一樣面對同一日常語義世界，然其有智

慧觀照，「能看透隨榮辱毀譽而來的欣喜與厭惡」，故能真正成就

自我的欲求，而不為日常語義的評價性所繫縛。不妨說，人間佛教

的日常語義症療就是「化繁為簡」，正如星雲大師所說：「人心的

30.星雲大師：〈學禪的目的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
頁 39。

31.星雲大師：〈禪的智慧風光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
2008年，頁 172。

32.同註 31。
33.同註 31。
34.同註 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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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惟很複雜，事情的瑣碎也很煩人，不過我們可以化繁為簡。……

禪就是簡單，就是單純化」35。

簡化乃主體所做的語義遊戲工作。日常語義世界之所以是纏人

的，乃是因為我們將語義「定執」，使之正兒八經，從而被其所束縛；

要擺脫此纏繞，就是要消解語義的正兒八經，幽默之、調侃之。

簡化就是幽默，禪者之別於大眾即在幽默，正如星雲大師所說：

「學禪，要有悟性，要靈巧，明白說，就是要有幽默感！古來的禪

師，沒有一個不是幽默大師，在幽默裡，禪是多麼活潑！禪是多麼

睿智。」36

人間佛教以禪的幽默，消解了大眾對日常語義之執。

五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非是一種純粹的思想構設，

乃是建立在對傳統經懺佛教形態的反思基礎上。雖然星雲大師承認

傳統經懺佛事行為的合法性，但其拒絕佛教釋子的單一懺者身分。

原因在於，釋子一旦成為「職業人」的「懺者」，則經懺之行即更

多淪為一種謀生之手段，此不僅遏制了釋子主體性的表達，也大大

削弱了宗教實踐的教化意涵。

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看來，要對治宗教行法的這種異化，

不是擯除經懺行為，而是要恢復經懺行為中行者的主體性，切斷職

能履行與身分認同之間的這一緊密關係，令釋子不以「職業人」的

35.星雲大師：〈禪是什麼？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
頁 24。

36.星雲大師：〈禪定與般若〉，《人間佛教語錄》上冊，台北：香海文化，2008年，
頁 1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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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懺者」到「禪者」─日常語義症療與當代人間佛教的職能定位

佛光人手持象徵佛法傳承的火炬，為弘揚人間佛教齊心努力。（陳妍伊 /攝）

「懺者」自居。故相對於經懺佛教中「懺者」的職業化所造成的主

體性的缺失，人間佛教則肯定了人生欲求的合理性，提出更為普遍

性的「佛光人」形象，進而從古代禪師公案中汲取智慧，確立「禪者」

的日常語義症療家的身分，從而消解現代社會中大眾對日常語義之

執。由此，人間佛教得以全面參與到日常生活中，發揮其積極性的

建設、轉化社會之功能。




